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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法门寺《衣物帐》的考察出发，发现了“供养”与“恩赐”两类社
会关系，所以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珍宝统一视为供养物不无恰当，恩赐反映了皇
帝对待佛指真身舍利的神人关系，认识这一关系有助于重新审视法门寺文物的用
途和定位。迎奉并安放佛骨舍利虽然是一个宗教活动，但是唐朝皇室通过具体的
礼仪和物品的恩赐，用既有的宫廷礼仪结合佛教供养观念创造性生产出了安放佛
指舍利进入地宫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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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是知识的开始，文物分类也是考古研究的重要的议题。文物分类标准与

原则，一般是基于文物的功能、材质、时间对文物进行分类。以往对法门寺地宫

出土的珍宝的分类也是如此[1]、主要分为金银器、琉璃、丝绸、茶器具、香器具

和秘色瓷这几个大类，并产生了对某一类文物的大量研究成果，对法门寺地宫出

土珍宝的性质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这些都是供养真身舍利的器物。这种分

类方式在研究上是可行的，但是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遗

存研究达到对古人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中国古代记载于史料丰富，考古与历

史结合的研究传统由来已久，对法门寺地宫珍宝的研究也不例外。

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识别中，最为重要的参照点是在法门寺地宫甬道中

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简称《物帐碑》、或

《衣物帐》），记载了真身舍利最后一次被请入皇宫供养直到送回地宫时唐皇室

“供养与恩赐”给真身舍利的宝物。从碑文题目上和开头“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

养道具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等”可以明确发现两个重要的词汇：“供养“”与

“恩赐”，所以本文将从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关系出发重新讨论法门寺地宫珍宝的

分类问题，并试图进一步推进对法门寺地宫文物的认识。



图 1：法门寺《衣物帐》碑

一、不同社会关系在《衣物帐》的体现

“供养”与“恩赐”其实指的是两组不同的关系：

1.供养——将佛视为神而按照佛的供养要求专门打造了供养器，是人与神的

关系的体现；

2.恩赐——将佛指舍利拟人化后，视为位居高层社会上层的人，而进行礼品

的交换，是把人间的关系放在了这里，比如皇帝对于大臣的赏赐，大臣对皇帝的

进贡等，也可以理解为把佛拟人化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类比。

此外，随着舍利崇拜的逐步中国化，对真身舍利的称呼也逐渐拟人化，使用

“真身”这一词汇[2]，这一转变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皇帝对佛关系的定位，拟人化

的佛指舍利并非远高于皇帝的神。

对于“恩赐”的另一种可能解释是皇帝“恩赐”给重真寺，作为皇家寺院的

法门寺是恩赐的对象。这一解释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寺院、僧人在唐代是接受到

皇家的珍宝、丝绸、金钱的赏赐非常普遍，但是在《衣物帐》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真身到内后相应赐到物一百二十二件”，可见恩赐的对象和时间都非常名确，

就是法门寺佛指舍利迎请入宫后，在大内皇帝赐给佛指舍利的，而非寺院的。

再结合“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这段话，可以明确的发现皇帝对于真身舍利

有两个主要的恩赐时间与地点，首先是唐懿宗于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年）将佛

骨迎入长安，在大内进行的恩赐；懿宗去世后，唐禧宗于乾符元年（公元 874
年）将真身舍利送回法门寺地宫，也就有了“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

迎来送往，皇家恩赐宝物，还有微缩衣物与丝织物——大红罗地蹙金绣系列，

也充分反映了佛骨被拟人化，皇室用已有的人间最高规格的礼仪礼遇释迦摩尼的

象征物——真身舍利。

3.施——皇帝之外的皇亲、贵人、使用；

惠安皇太后及昭仪晋国夫人衣计七副：红罗裙 衣二副，各五事，挟领（有
花纹的丝织品）下盖二 副，各三事，以上惠安皇太后施；裙衣一副，四事， 昭
仪施；衣二副，八事，晋国夫人施。

“施”这里应该是佛教术语“布施”。用到“施”的人物有太后、昭仪、夫



人、僧、官使用，对于他们而言，参与这次佛事活动，进行布施，表达佛教信仰。

布施是六度之一，也是六度之首。这反映出了佛教理念与术语在唐朝的传播，也

反映出了等级利益关系，只有皇帝才可以用“恩赐”。在《衣物帐》中，“施”

对应着“供养道具”《衣物帐》开头“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新恩赐金银

器物宝函宝器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后”是一个开头概括，然后先概括两

个时间点前后的恩赐品，这应该是皇帝恩赐的，后面低于皇帝各类人（僧侣、皇

太后、夫人、大臣）用“施”记录，这些施就对应着开头提到的“供养道具”。

可见“恩赐”与“施”在《衣物帐》中是明确分开的两个词，不同等级的人

使用不同相应的等级词汇，过去的研究者很少留意到地宫珍宝它们反映着不同的

社会关系，而均把地宫中出土的珍宝视为供养物。

二、对《衣物帐》刻碑背景推测

唐僖宗主持了从长安到法门寺护送舍利的仪式，两块碑的雕刻地点有两个可

能，一是大兴善寺，二是在法门寺。但是在大兴善寺寺刻碑的可能性很大，理由

有三：一、大兴善寺为唐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送还舍利的仪式由皇家特派

官员与僧人共同参与，这点在《衣物帐》与《志文碑》中有具体体现；二、从长

安到法门寺，两块碑应当与舍利、恩赐供养珍宝一起从长安出发，这样就可以保

证恩赐供养宝物账目清晰，物与账目对应，《志文碑》也记载了对送还舍利事件

的记录；其三是大兴善寺虽然在唐武宗时期遭到毁坏，但是作为传统汉地密宗道

场，在懿宗时期应有所恢复，所以在大兴善寺刻碑并不困难；可以作为参照的正

是法门寺地宫，法门寺地宫在武宗时期也遭到破坏，但是考古发现的现存地宫是

有明显的匆忙修复过的痕迹[3]，说明在懿宗时期，唐朝皇室努力恢复在武宗灭佛

时期被破坏的重点寺院。

另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真身舍利所得到的供养物并不仅仅局限于衣物帐中

的记载，社会各界也供养了大量财物，地宫后室的千佛碑上刻有约 470 人的供养

者姓名[4]，他们肯定也供养了大量财物，但是实际能放入地宫中并可以刻在《衣

物帐》上的必定是非常珍贵的、能够体现皇室对佛祖的崇敬和恩典的珍宝。

三、从恩赐角度出发对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再认识

（一）作为交换礼品的金银盒

法门寺地宫中共出土金银方盒三件，圆盒一件，过去从实用功能去讨论这些

金银方盒的用途——思考这些方盒用来装什么，比较流行的认识为点心盒，也有

与出土的茶器具相联系，视为盛放茶点的容器[5]。

但是如果从恩赐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这些金银器本身就是打造成容器形状

的金银礼物，唐懿宗的宫中亲笔题字的“随真身御前赐银方盒”便是这一体现，



图 2：随真身御前赐银方盒

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银方盒的恩赐场景，是在舍利被请入皇宫供养后，皇帝在

御前赐给真身舍利的金银器物，是皇帝在御前赐给皇亲、大臣的类比。其背景是

唐朝金银器的功能主要是作为在社会上层作为交换的礼品，并在一定程度上被皇

室垄断。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人们对金银所具有的神秘观念，汉代方士认为

“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到了唐朝这种观念仍然盛行。同时唐代统治者又把金

银器皿的使用渗透到社会等级观念之中，为保证统治阶级对金银器皿的独占，《唐

律疏议》做出了明确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神农二年

（706年）进一步强调：“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

浑银。”这使得金银器不折不扣的成为了当时人们身份的标志，唐中期以前，唐

朝金银器的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所垄断，通过设立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等专门机

构来进行管理。帝王为了表彰有功于朝廷的将军、权臣也常常以金银作为封赏。

金银器在唐朝作为朝贡、贸易、战争和互赠往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

例如金银币，唐代金银也偶有铸造成钱形，但不做流通使用，主要用于宫廷

及权贵阶层的赏赐，如用于承天门金钱会上的赏赐。《旧唐书·玄宗纪》记述了

当年金钱会的盛况，“己卯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

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争拾之”。所以从上述背景出发，就会发现法

门寺地宫的金银盒状器皿主要凸显的金银作为皇家专属恩赐金属的性质，在这个

前提下，讨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皿的实用功能并不是非常重要。

金银器与恩赐物的联系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茶器具并不

成套。

（二）不成套的茶器具

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茶具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过去的研究者深受

陆羽《茶经》中二十四器的影响，想以此为参照，在地宫找到相对应的茶器具（煮

茶器、储茶器、烧火器、茶叶加工期、调茶器、饮茶器等），以茶为中心而建立

了一个文物分类体系[7]，法门寺博物馆的展示是按照“一副七事”的理解展示茶

器具的，随着后面研究的推进，文物工作者认识到明确可以作为茶器具仅有其中

部分文物（详见下表），而其它过去被认为是相关文物的器物多是香具[8]。

表 1：三种茶具分类体系表



现有研究推进辨识出的明确

的为茶器具的文物

法门寺博物馆中展示的茶器

具体系（在左列基础上添加）

茶研究者拓展的茶具分类体

系（在左侧两列基础上添加）

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 鎏金龟形银盒（实为香具） 秘色瓷碗（饮茶器）

鎏金团花银埚轴 鎏金伎乐纹条调达子（实为香

宝子）

壸门座高圈足银风炉（煮茶

器）

鎏金仙鹤纹银茶罗子 金银丝结条笼子 各种金银盒（盛放茶点容器）

淡黄绿色琉璃茶托 鎏金飞鸿纹银匙

淡黄绿色琉璃茶碗 系链银火筋

鎏金摩羯纹蕾钮三足盐台

这一更为科学的认识打破了在法门寺地宫中寻找到完整成套茶器具的梦想，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留意到恩赐和供养这两类分类原则的话，就会发现，茶器具明

确属于皇帝恩赐物（茶碾子上刻有禧宗“五哥”的小名、在《衣物帐》中的记载

属于恩赐物），而非从仅仅从供养出发的成套供养物。恩赐器物并不需要成套，

而是要体现皇家高规格的礼仪。

（三）没有具体功能分化的香具

法门寺地宫中也出土了大量熏香器（如下表），其中一部分是大型落地式熏

香器，由于供养与恩赐这两类社会关系区分没有得到重视，又受到今天佛与香供

的联系，把这些香具统统视为礼佛的供养器。

表 2：法门寺出土香具一览表

香囊 2 枚 室内房间悬挂用品

长柄银熏炉 西域传入的手炉

素面银香案 没有与之配套的香炉

鎏金龟形银盒 室内小型熏香器

卷荷圈足银羮碗子

鎏金鸿雁纹五环壸门银熏炉 室内大型熏香器

鎏金卧龟莲花五足朵银熏炉

鎏金双凤衔瑞草纹五足朵银炉台

壸门座高圈足银风炉

象首金刚铜熏炉

唐朝是一个世俗熏香文化与佛教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年代，由于唐代香具

数量有限，演化规律还难以明了[9]，但是从后来中国香具的发展来看，到了元明

时期，中国有了礼佛供香的标准化器物与组合，所以可以逆向推断，唐朝还没有

发展出专门用来供佛的固定香具组合，但是发展出了两个香宝子与香炉的组合
[10]。这些大型熏香器很有可能本来是宫廷用具，理由有二，首先唐代宫廷确实有

熏香的传统，其次是这些香具的纹饰并没有体现出佛教因素，而是宫廷装饰分格。

所以这些（大型）香具在当时本来是宫廷和贵族室内用品，由于佛教的影响，它

们被放入地宫，改变了使用情境，和使用场域，在地宫中变为供养物。

四、供养对恩赐的影响

从《衣物帐》的字面含义理解，虽然皇帝给地宫中的珍宝统统称为“恩赐”，

但是供养观念也体现在了恩赐之中，但是对于皇帝而言，供养关系是从属于恩赐



关系的。

佛教供养有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幡盖、燃灯、香、花、财宝等，这在

法门寺地宫珍宝中也有体现，大量的丝绸与衣物是衣供，但是丝绸在唐朝也是重

要的硬通货，经常被宫廷用来赏赐高僧和给予寺院经济资助的物品[11]。从《衣物

帐》大量的丝绸记录来看，其数量约有 700 余件[12]，种类上基本包含了唐代的

所有织物类型，已经远远超过将佛骨舍利拟人化后，一个佛家人日常生活的基本

需要，所以丝绸首要的社会属性是恩赐品。特别是《衣物帐》所记载的武后绣裙

是女性衣物，并非僧衣，所以它的主要属性是恩赐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也非常有特点，由于这些琉璃器大部分都是从阿拉

伯地区与东罗马地区进口的，其花纹与规制与佛教用舍利瓶相去甚远，但是琉璃

在当时是稀世珍宝，佛教把琉璃也视为七宝之一，皇家从琉璃的珍贵性与佛教对

于琉璃的重视，选择了恩赐这些琉璃器给真身舍利，可见供养与恩赐这两个观念

共同影响了皇家对身舍利恩赐珍宝的选择。

迎真身金钵盂、四股十二环鎏金锡杖在形式上是供养用品，但是在材质上则

体现了金银作为皇家恩赐贵金属的属性。

其它能够体现佛教供养对恩赐有影响的珍宝有与花供对应的银芙蕖、佛事相

关的纹银阏伽瓶、秘色瓷细颈瓶等。

图 3：银芙蕖 图 4：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

五、结论与讨论

“供养”与“恩赐”这两类社会关系是理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的一个重要

出发点，也可以认为是首要出发点，这样能够解开一些文物认识上的误区，认识

到其中的政教关系对于重新认识法门寺文物意义重大，这一观念有助于打破以成

体系成套供养观念下，对文物认识与联系的思路。对于皇帝而言，恩赐是界定佛

指舍利与皇帝等级关系的词汇，也对珍宝的选择有重要影响，皇家恩赐注重的是

珍宝的皇家品位与等级，这在法门寺文物中有充分的体现，供养思想也对皇帝恩

赐珍宝有一定影响，对于皇帝而言，由于供养是次要关系，所以法门寺地宫中的

珍宝并没有体现出成体系的供养器物，但是供养还是影响到了恩赐物品的选择。

认识到供养与恩赐的关系有助于重新审视法门寺的文物用途和定位，如贵金

属银方盒是否更强调其礼品交换用途而非实用用途？茶具为何没有成套出现？

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大银盆是否是浴佛用品？将法门寺地宫文物笼统的都称为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A1%E7%9B%96


养物是否恰当？为何出现了与佛教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琉璃盘等等。但是笔者并不

认为可以将法门寺地宫中皇家亲赐的珍宝明确分为供养与恩赐两大类，二者实际

上互有影响，供养观念蕴含在了恩赐珍宝的选择中。

如果把迎奉佛骨舍利活动视为一个活的历史事件，那么唐朝皇室在多次迎奉

佛骨舍利中，既受到了外来礼佛观念影响，又按照既有的宫廷礼仪创造性的生产

和再生产出迎奉舍利和送还舍利的仪式。迎奉并安放佛骨舍利虽然是一个宗教活

动，但是唐朝皇室通过具体的礼仪和物品的恩赐，用既有的宫廷礼仪结合佛教供

养观念创造性了安放佛指舍利进入地宫的仪式。

认识到恩赐关系在法门寺地宫中的重要性，也有助于重新思考地宫的性质，

地宫是陵墓？供养空间？还是储物空间？笔者将另撰文探讨这一问题。

（原载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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